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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年 4月 18日 ,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。 这种统一局面的出现 ,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
较为良好的条件。 为了更快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 ,巩固政权 ,国民政府适时地采取了有利于经
济发展的财经政策。其中 ,对商业也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。
(一 )裁撤厘金 ,改收统税
1928年 7月 ,全国第一次财经会议召开。其中心议题之一便是“裁厘”。同年 , 12月 14日
至 19日 ,财政部又在南京召集了 5省裁厘会议。其议决裁厘要点如下: (一 )裁撤厘金 ,改征“特
种消费税”。 (二 )裁厘时间以会议结束后 6个月为期 ,分三步渐次进行:第一步 ,限各省于 1929
年 2月内先将厘金裁撤一部分 ,并举办一部分“特种消费税” ;第二步 ,限各省于 1929年 4月内
第二次裁厘并增办“特种消费税”的一部分 ;第三步 ,限各省于 1929年 6月内将厘金完全裁竣 ,
并将“特种消费税”一律办齐。 (三 )举出“特税”名目 16种 ,后又增为 19种。 (四 )规定了“特




费较大但于国民经济无妨的日用工业品征收统税 ,并于 1932年 1月成立统税署 ,统一管理统





1928年 7月 18日 ,工商部拟定“中华民国度量衡标准方案” ,以万国公制为我国度量衡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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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 1929年 2月 16日 ,国民政府颁布《度量衡》法 ,作为全国正式的度量衡法规②。
(三 )调解劳资纠纷和保护商人财产
商业的发展与繁荣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,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
民政府 ,其目的是希望蒋介石上台后 ,能给民族资产阶级一些照顾 ,希望新政权能够代表他们
的利益。 1927年 3月 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后 ,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说: “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
护方法 ,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”。 纱业工会穆耦初说: “劳资如昆季 ,当有精神之联合 ,并以发展
商业 ,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”③。虞洽卿在 1929年 8月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时 ,也
曾致书上海总商会等商业团体 ,积极鼓动各商业团体派代表赴南京请愿。信中说: “今者……裁
兵未见实行 ,自治未见筹备 ,关于农工商学之设施 ,以及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 ,均未见政府与
人民协力共谋发展 ,……民众运动未上正轨 ,劳资纠纷愈入歧途。……目睹民生之困苦 ,商业之
疲敝 ,殊觉不寒而栗。”④由此可见 ,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实行经济改革 ,以促进工商业
的发展和保护他们的利益。
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受到来自于资产阶级的压力 ,也为了调解劳资关系 ,促进商业稳定发
展 ,于 1927年 8月 13日成立了上海劳资调节委员会 ,并于 1928年 6月正式公布了《劳资争议
和处理法》。其中对劳工团体作了严格规定 ,有力地保障了资产阶级的利益。它规定: (一 )不得




1928年 4月 6日国民政府连续两次颁发“提倡国货”令。 法令提出由国民政府出面 ,以机













企业如上海永安公司等开始投资于工业。 1927— 1937年间 ,上海开设的主要民族资本工业企
业约有 87家 ,其中有商业资本家单独投资或参与的共有 21家⑧。
(五 )改革币制刺激工商业发展
1935年币制改革之前 ,中国正面对一场危机 ,其主要现象是物价下降 ,销售停滞 ,市场凋
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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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摆脱危机 ,国民政府加紧进行币制改革。 1935年 11月 3日午夜国民政府颁布了《财政
部改革币制令》。 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了宣言 ,宣布实行法币政策。其中规定银币 1元兑换法
币 1元 ,但实际兑换时 ,却是 60%白银和 40%票据兑换 100%法币 ,这样 ,货币的流通量就增
加了。 而流通量的增加又造成货币紧缩 ,市场危机得以缓解 ,全国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为之一
变。物价的回升又使商业有利可图 ,促进了商业的发展。
二
南京国民政府由于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 ,再加上 1936年世界经济危机也已经过去 ,而且
国内各地农业丰收 ,促使市场转趋活跃 ,整个经济在这一时期一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 商业的
投资也由 1919年的 4. 4亿增长至 1936年的 20亿 , 17年间增加了 4. 55倍⑨。据刘大均《国民
所得》一书估计: 中国国民生产比值 ,币制改革前的 1933年 ,为 242亿元 , 1934年为 213亿元 ;
而币制改革后的 1935年和 1936年则分别为 237亿元和 259亿元。前后相较 ,相差十几甚至几
十亿元。这说明币制改革的确促进了经济的复苏。而且在币制改革后的头两个月中 ,即 1935年
12月和 1936年 1月 ,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贸易出超现象 ,这更是中国几十年来所没有的。
另据全国海关统计表明 , 1927年之后 ,各地的商业往来渐呈上升趋势。商业往来货物总
值 , 1927年为 254345. 6万海关两 ,各口互相往来货物总值为 217171. 8万海关两 ; 1928年两者
分别为 291108. 8万海关两和 250740. 5万海关两 ; 1929年分别为 295449. 1万海关两和
241648. 7万海关两 ; 1930年分别为 162197. 4万海关两和 238917. 1万海关两 ; 1931年分别为
311911. 1万海关两和 253020. 3万海关两10。从中可以看出 ,除少数有所下降外 ,其余年份均
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, 1931年较之 1927年各关往来货价增长 22. 6% ;各口往来货价增长
16. 5% 。
棉布、棉纺商业在此时期也有发展。截止到一· 二八事变之前 ,上海全行业户数已达 573
户 (同业会员数 ) ,比上一阶段有所增加。棉布商经营国产棉布增多 ,并出现专营零头布的零布
店。到抗战全面爆发之前 ,行业户数已增至七、八百户1。据统计 , 1936年棉纺的成交量比 1935
年增加约 25% , 1936年末至 1937年间成交量比 1936年同期增长 20%— 30%12。
此外 ,百货商业也有所发展。据 1934年 3月 1日出版的《工商半月刊》六卷· 五期刊载“上
海之百货商店业”一文记述: “本埠之百货商店 ,满布各处 ,任何马路 ,触目皆见。”这些百货商店
多集中在英租界内的南京路及广东路 ,法租界内的公馆马路及华界内小东门及其附近一带。据
估计 , 1934年上海全百货行业资本总额 250万元 ,营业额 1500万元。 到 1936年 ,随着经济的
发展 ,百货业情势逐渐好转 ,营业额上升 ,全行业资本额为 300万元 ,营业额为 2000万元13。南
京洋广货业 1931年新设商铺 17家 , 1932年新设 15家 , 1933年新设 8家 , 1934年新设 2家。长




随着城乡商品交流的加强 ,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也逐渐提高。据 30年代的一些调查 ,农村出
售的农产品数量达产量的一半以上。 主要农产品的商业值 1919年为 21. 7亿元 ,而到 1936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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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则增至 45亿元 , 17年间增长至 2倍多15。另外 ,此时期工业品大量涌入农村 ,进一步破坏了
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,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综上所述 , 1927— 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的商业 ,尽管遭到日本侵略与世界经济
危机的影响 ,曾处于凋敝与迟滞之中 ,但经过国民政府采取各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商业政策 ,
使这一时期的商业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 ,这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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